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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排污视角下京津冀
工业颗粒物排放研究

李玉红　 王　 皓

摘 要　 工业排放颗粒物是细颗粒物污染的重要来源。 已有污染物排放

核算研究关注企业的污染治理技术而忽略其违法排放行为， 从而影响污染源

识别和治理对策的精准性。 在京津冀地区工业迅速增长和灰霾污染加重的背

景下， 本文运用情景分析法， 引入企业违法排污参数， 将企业对环境规制服

从的差异性纳入工业颗粒物排放量核算框架， 估算出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京津

冀主要大气污染行业颗粒物产生量、 最小排放量以及各种违法排污情景下的

超标排放值。 估算显示， 工业颗粒物产生量和最低排放量相差几十倍甚至上

百倍； 随着企业违法排污行为的增加， 颗粒物排放量急剧上升。 在违法排污

比例为 １５％的情景下， 工业颗粒物排放量为 ４３０ 万吨， 细颗粒物 １０８ 万吨。
京津冀灰霾治理须严控企业违法排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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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近期中国多地频繁出现以细颗粒物 （ＰＭ２􀆰 ５） 为首要污染物的灰霾天气。 党的十

九大提出 “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打赢蓝天保卫战”。 国务院已发布 《打赢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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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将大气污染治理、 降低 ＰＭ２􀆰 ５浓度当作目前中国环境治理

的重中之重。
京津冀是 ＰＭ２􀆰 ５污染重灾区之一。 ２０１８ 年底， 经过五年大气环境治理， 北京市

ＰＭ２􀆰 ５ 年 均 浓 度 下 降 到 ５１μｇ ／ ｍ３， 依 然 远 高 于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Ｏ） 提出的 １０μｇ ／ ｍ３ 的健康指导值。 地理遥感研究对京津冀大气污

染的时空分析表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该区域 ＰＭ２􀆰 ５浓度增加， 污染区呈扩散趋势 （王桂

林等， ２０１７； 刘海猛等， ２０１８）。 这除了与京津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象条件有关

外， 巨量的人为排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王跃思等， ２０１３）。 在人为排放源中， 工

业排放是 ＰＭ２􀆰 ５污染形成的重要来源 （周曙东等， ２０１７）。 工业颗粒物不仅包括工业

生产工艺产生的粉尘， 而且包括生产过程中由于煤炭燃烧而产生的烟尘。 从全国范围

看， 工业排放占 ＰＭ２􀆰 ５总排放量的 ６８􀆰 ６％ （Ｃ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对于产业结构偏重的

京津冀地区来说， 工业源排放的贡献更大。
然而， 迄今为止， 学术界对钢铁、 水泥等行业颗粒物排放量的研究较多 （雷宇

等， ２００８； 田刚等， ２０１４； 薛亦峰等， ２０１４； 汪旭颖等， ２０１６； 伯鑫等， ２０１７； 段文

娇等， ２０１８； 王彦超等， ２０１８）。 这些研究关注企业采用的技术工艺以及行业的污染

控制技术分布， 在企业完全采取污染控制、 不存在违法排污的情况下， 能够较为准确

地估算行业污染物排放清单。 然而， 这类研究通常忽视企业不服从环境规制、 超标排

放等违法排污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行为对污染物排放清单的影响。 事实上， 有学者

指出， 由于缺乏对农村地区和乡镇企业的了解， 污染物排放核算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Ｃ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环境规制是对企业或个体排污行为所规定的法律法规等强制性制度约束， 包括法

律立法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和监管执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如果没有法律监管

执行， 那么环保法律文本就成为非强制约束的指导意见 （Ｓｈｉｍｓｈａｃｋ， ２０１４）。 “违法

排污” 泛指不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超标排污行为， 如违反 “三同时” 规定， 或

已安装防治污染设施， 但设备闲置、 不正常运行等导致的污染物排放超标行为。① 也

就是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 企业没有依法治污而出现的超标排污现象。 根据包群等

（２０１３） 研究， 中国各地环境立法并没有起到有效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 而环境执

法对于控制污染物排放起到关键作用。 即使在发达国家， 企业环境违法行为都不可

能完全被发现， 这在各国都是一个难题， 而中国环保执法不严、 企业违法排污现象

尤其严重。 首先， 违法成本低和守法成本高一直是中国环保长期以来没能根治的一

个痼疾 （杨朝飞， ２０１２）。 其次， 环境执法经常让位于经济增长 （何燕， ２０１０），
且与环保机构能力、 企业地位、 所在地区公众环保和健康意识等因素密切相关

（Ｔｉｌｔ， ２００７； 彭向刚、 向俊杰， ２０１３）。 根据 ２０１６ 年中国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对 １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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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环境保护法》， “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 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

使用。 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 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



家钢铁企业的现场检查， 发现 １７３ 家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２０１６）， 企业违法排污比例为 １６􀆰 ９８％ 。 ２０１７ 年原环境保护部在全国范围开展的砖

瓦行业环保执法检查， ３􀆰 ２ 万家企业中仅 ５１％的企业办理了环评手续， ３５％的企业

安装除尘脱硫设施， ７９％的企业污染防治设施和在线监控设施不正常运行 （环境保

护部办公厅， ２０１８）。 虽然违法排污行为在业界和学术界成为共识 （秦虎、 张建宇，
２００６）， 但是在污染物排放核算领域却往往忽视这一点， 导致污染物实际排放量被

低估。
本文运用情景分析法， 考虑企业对环境规制服从程度的差异性， 考察企业对环境

规制服从程度与污染物排放量的关系， 从而核算出企业在各种环境规制服从情景下的

颗粒物排放量。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改进污染物排放核算方法。 已有方法假设企业完

全服从环境规制， 在治污技术前沿面上排污， 而本研究放松该假设， 认为企业对环境

规制的服从程度存在差异性， 创造性地引入企业违法排污比例这一参数来度量企业对

环境规制服从程度的差异， 从而得到更符合现实的排放量估算结果。 本文研究对于完

善污染物排放核算方法、 精确识别京津冀工业颗粒物排放源、 制定富有成效的大气污

染治理对策，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 考虑违法排污行为的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方法

（一） 污染物产生量与最小排放量

假设某一经济体有 ｎ 个环境规制服从程度存在差异的企业， 排放一种污染物。①

令 ｅ 表示企业污染物排放量， ｑ 为企业产量。 该经济体在 ｔ 时期的总产量为 Ｑｔ， 该种

污染物排放总量为 Ｅ ｔ。
令 ζ∗ｉ，ｔ表示企业在 ｔ 时期单位产量产生的污染物， 简称为产污系数， 反映了企业

在没有采取任何污染治理措施之前的污染物产生状况， 这是由企业所加工的原材料和

其生产工艺所决定的， 污染物产生总量为 Ｇ ｔ； 令 λ∗ｉ，ｔ表示企业在 ｔ 时期所采取污染治

理措施后单位产量排放的污染物， 这是由污染治理设施的技术工艺所决定的最小排污

水平， 反映了污染治理设备对污染物的处理能力。 这是以往研究文献所采用的排污系

数， 简称最低排放系数， 从而得到排污技术所允许的最小排放量 Ｅ ｔ，ｍｉｎ。 污染物产生

量和最小排放量分别为：

Ｇｔ ＝ ∑
ｎ

ｉ ＝ １
ｑｉ，ｔ × ζ∗ｉ􀆰 ｔ （１）

Ｅｔ，ｍｉｎ ＝ ∑
ｎ

ｉ ＝ １
ｑｉ，ｔ × λ∗ｉ，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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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简化行文起见， 假设排放 １ 种污染物。 该假设可以放松为多种污染物， 不影响结论。



（二） 污染物实际排放量

令 λ ｉ，ｔ代表企业 ｉ 在 ｔ 时期生产单位产量的实际排污量， 简称实际排污系数，
反映了企业对环境规制的服从程度， λ ｉ，ｔ∈ ［ λ∗ｉ，ｔ， ζ∗ｉ，ｔ ］。 上述原理可用公式表

示为：

Ｅｔ ＝ ∑
ｎ

ｉ ＝ １
ｅｉ，ｔ ＝ ∑

ｎ

ｉ ＝ １
ｑｉ，ｔ × λｉ，ｔ （３）

可见， 实际排放量与企业生产规模 ｑｉ，ｔ成正向关系， 与技术进步 （ ζ∗ｉ，ｔ、 λ∗ｉ，ｔ） 成

反向关系。 企业对环境规制服从程度越高， λ ｉ，ｔ越接近最低排污系数 λ∗ｉ，ｔ。 当企业完全

服从环境规制， 即 λ ｉ，ｔ ＝ λ∗ｉ，ｔ时， 经济体污染物实际排放量为最小排放量。 企业对环境

规制服从程度越低， λ ｉ，ｔ 越接近产污系数 ζ∗ｉ，ｔ。 当企业完全没有服从环境规制， 即

λ ｉ，ｔ ＝ ζ∗ｉ，ｔ时， 经济体污染物实际排放量等于污染物产生量。
（三） 引入违法排污比例的污染物实际排放量

作为研究者， 难以确切了解企业的实际排污系数， 甚至环境监测部门也不可能准

确判定所有企业的实际排污系数， 但所有企业环境行为可以简化为两类， 一类是不服

从环境规制而违法排污的行为， 假定其所占比例为 ρ； 另一类是严格服从环境规制的

行为， 所占比例为 （１ － ρ）。 这些比例既可以针对每个企业的不同环境行为， 也可以

针对企业整体的不同行为。 那么， 该经济体污染物实际排放量为：

Ｅｔ ＝ ∑
ｎ

ｉ ＝ １
ｑｉ，ｔ × λ∗ｉ，ｔ × （１ － ρｔ） ＋∑

ｎ

ｉ ＝ １
ｑｉ，ｔ × ζ∗ｉ，ｔ × ρｔ

＝ ∑
ｎ

ｉ ＝ １
ｑｉ，ｔ × λ∗ｉ，ｔ ＋∑

ｎ

ｉ ＝ １
ｑｉ，ｔ × （ζ∗ｉ，ｔ － λ∗ｉ，ｔ） × ρｔ

＝ Ｅｔ，ｍｉｎ ＋ Ｅｔ，ｄｉｓ （４）

这就是说， 在企业对环境规制的服从状况存在差异的情况下， 污染物实际排放量

是在最小排污量 （Ｅ ｔ，ｍｉｎ） 的基础上， 加上企业不服从环境规制从而超标排放的贡献，
简称超标排放量 （Ｅ ｔ，ｄｉｓ）。 其中， ρ 越低， 说明企业服从环境规制程度越高， 超标排

放量越低。 当 ρ ＝ ０ 时， 说明企业完全服从环境规制， 经济体实现污染物最低排放量；
当 ρ ＝ １ 时， 说明企业完全不服从环境规制， 超标排放量最高， 污染物实际排放量等

于产生量。

三、 变量界定与数据说明

（一） 京津冀地区概况

京津冀地处华北平原， 西为太行山， 北为燕山， 燕山以北为张北高原。 京、 津两

市被河北省环绕， 包括河北省下辖 １１ 个地级市在内， 京津冀共有 １３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 京津冀三地土地面积分别为 １􀆰 ６８ 万 ｋｍ２、 １􀆰 １９ 万 ｋｍ２ 和 １８􀆰 ８８ 万 ｋｍ２，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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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７５ 万 ｋｍ２， 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２􀆰 ２４％ 。 ２０１５ 年末常住人口 １􀆰 １１ 亿人， 占全国总

人口的 ８􀆰 １１％ ， ＧＤＰ合计 ６􀆰 ９４ 万亿元， 占全国的 ９􀆰 ６０％ 。
（二） 大气污染行业及其产品产量

本文所指颗粒物是烟尘和粉尘总称， 也称为总悬浮颗粒物 （ Ｔｏｔａｌ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ＴＳＰ） 或一次颗粒物。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涉及工业

颗粒物排放的行业主要有火电厂、 金属冶炼、 石油冶炼、 化工、 建材等行业。 由于火

电厂排放 ＰＭ２􀆰 ５较少，① 根据京津冀地区主要大气污染行业产品产量和在全国所处地

位， 选取焦炭、 水泥、 平板玻璃和主要钢铁产品 （烧结矿、 球团矿、 生铁和粗钢）
作为估算对象。

京津冀三地的生铁、 粗钢、 水泥、 平板玻璃和焦炭产量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

鉴》。 由于烧结矿和球团矿只有全国产量， 因而各地产量只能推算。 假设各省市烧结

矿和球团矿产量在全国的比重与生铁比重相同，② 京津冀三地的烧结矿和球团矿产量

根据全国烧结矿、 球团矿产量和京津冀生铁产量比重来推算。 全国烧结矿和球团矿产

量来自历年 《中国钢铁工业年鉴》。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京津冀地区水泥、 粗钢等工业品产量大幅增长。 ２０１５ 年， 水泥

产量比 ２０００ 年增长了 ８０􀆰 ６３％ ， 粗钢产量增长了 ７７４􀆰 ４８％ 。 由于北京市首钢等重污

染企业 “退城搬迁”， 京津冀工业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２０００ 年， 北京市粗钢

产量 ８０３􀆰 ４２ 万吨， 居京津冀 １３ 个城市首位， 高于唐山和邯郸产量之和。 根据全国经

济普查资料， ２００４ 年唐山和邯郸粗钢产量都超过了北京市， ２０１３ 年石家庄和承德的

钢铁产量也超过了北京曾经的产量高峰 （见表 １）。 也就是说， 京津冀地区钢铁等大

气污染行业在高速增长的同时， 在空间上也经历了北京收缩而周边城市扩张的重新布

局过程。
京津冀大城市污染企业 “退城搬迁” 也改变了企业城乡分布的空间格局， 将更

多的污染源从城区转移到环境规制薄弱的农村地区和级别较低的产业集聚区 （李玉

红， ２０１８）。

表 １　 京津冀地区 “２ ＋１１” 城市粗钢和水泥产量分布及变化

地区
粗钢（万吨）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增速（％ ）

水泥（万吨）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增速（％ ）

北京市 ８２６􀆰 ０６ ２􀆰 ３０ － ９９􀆰 ７２ １１２８􀆰 ００ ９０１􀆰 ５４ － ２０􀆰 ０８０

天津市 ７４１􀆰 ９９ ２２８９􀆰 ５０ ２０８􀆰 ５６ ５３７􀆰 ００ ９５１􀆰 ９０ ７７􀆰 ２６

河北省 ５７０２􀆰 ４８ １８８４９􀆰 ６２ ２３０􀆰 ５５ ７１１０􀆰 ５９ １２６７６􀆰 ２４ ７８􀆰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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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 Ｃａｏ等 （２００７） 对中国的测算， 火电厂排放仅占细颗粒物全部来源的 １􀆰 ４％ 。
烧结矿和球团矿都是生铁冶炼的中间产品， 且运输成本较高， 各省之间进行长距离运输的规模较小，

因而根据生铁产量比重推算中间产品比重的假设基本可靠。



续表

地区
粗钢（万吨）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增速（％ ）

水泥（万吨）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增速（％ ）

　 石家庄 ３５１􀆰 ５５ １３６７􀆰 ４１ ２８８􀆰 ９７ １７０９􀆰 ２２ ３８８６􀆰 ２９ １２７􀆰 ３７

　 唐山 ２９２７􀆰 ０４ ８２９９􀆰 ３５ １８３􀆰 ５４ ２６９６􀆰 ５３ ３７１６􀆰 ８８ ３７􀆰 ８４

　 秦皇岛 ７９􀆰 ５０ ６９７􀆰 ８４ ７７７􀆰 ７９ ３７６􀆰 １５ ４２８􀆰 ０４ １３􀆰 ８０

　 邯郸 １２２７􀆰 ２５ ４４８４􀆰 ６１ ２６５􀆰 ４２ ７１３􀆰 ４６ ６９１􀆰 ９８ － ３􀆰 ０１

　 邢台 ３９４􀆰 １７ ７１０􀆰 ４７ ８０􀆰 ２４ ５１７􀆰 １５ １０９７􀆰 ９９ １１２􀆰 ３２

　 保定 ３２􀆰 ０３ １０９􀆰 ４３ ２４１􀆰 ６５ ３５７􀆰 ０７ ７３５􀆰 ８５ １０６􀆰 ０８

　 张家口 ３４６􀆰 ４７ ６２０􀆰 ４２ ７９􀆰 ０７ １４２􀆰 ６０ ４７２􀆰 ２４ ２３１􀆰 １６

　 承德 ２７２􀆰 ２９ １２１８􀆰 ３４ ３４７􀆰 ４４ １９４􀆰 ３９ ４１７􀆰 ８８ １１４􀆰 ９７

　 沧州 ２４􀆰 ５７ ８１８􀆰 ７９ ３２３２􀆰 ４８ ７６􀆰 ０５ ２０９􀆰 ６６ １７５􀆰 ６９

　 廊坊 ４７􀆰 ６１ ５２２􀆰 ５２ ９９７􀆰 ５０ ２２８􀆰 ２２ ７４９􀆰 ２４ ２２８􀆰 ３０

　 衡水 ０􀆰 ００ ０􀆰 ４４ — ９９􀆰 ７５ ２７０􀆰 １９ １７０􀆰 ８７

　 　 资料来源： 相关年份 《中国统计年鉴》 《河北省经济普查年鉴》。

（三） 生产技术和污染治理水平的确定

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资料编纂委员会编制的 《污染源普查产排污系数手

册》 （以下简称 《手册》）， 可以查到各生产工艺、 各种规模等级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

数。 该 《手册》 反映了 ２００７年前后存在的各种工业生产工艺和规模等级。 一般来说，
同一生产工艺有各种不同的规模等级， 而规模较大的生产工艺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较

低。 如生铁冶炼的 ２０００ｍ３ 高炉颗粒物 （烟尘和工业粉尘） 排污系数为 ０􀆰 ３０５ｋｇ ／ ｔ， 是

３５０ ～ ２０００ｍ３ 高炉排污系数的 ３３％ （见表 ２）。 为避免污染物排放量被高估， 除水泥

外， 本文假设企业都采用 《手册》 较高水平的生产工艺， ２０１３ 年采用最高一档规模

等级， 而 ２００４ 年采用次高一档规模等级。 ２００４ 年之前水泥行业以立窑为主 （雷宇

等， ２００８）， 而 ２０１２ 年京津冀新型干法水泥工艺产能占 ８７􀆰 ６６％ （田刚等， ２０１４），
因而水泥采取不同生产工艺。

企业实际生产工艺可能不止一种， 然而， 与不同生产工艺的产污系数或排污系数

的差异相比， 同一生产工艺的产污系数与排污系数差别更大， 二者相差数十倍甚至上

百倍。 如 ２０００ｍ３ 冶炼高炉， 每冶炼 １ｔ 生铁产生颗粒物 ３７􀆰 ６３ｋｇ， 经过末端处理后，
颗粒物排放量仅有 ０􀆰 ３０５ｋｇ， 前者是后者的 １２３ 倍。

可见， 不同生产工艺和规模等级之间的产污系数或排污系数的差异程度较小， 而

无论何种生产工艺， 其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之比都比较高。 这说明企业是否安装并正

常运行污染治理设备对于污染物实际排放量的影响至关重要， 其影响程度远远大于不

同技术水平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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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工业有组织排放颗粒物的产污系数与排污系数

产品名称 原料名称 工艺名称 规模等级
产污系数

（ｋｇ ／ ｔ）
排污系数

（ｋｇ ／ ｔ）
产污系数与

排污系数之比

烧结矿 铁矿、石灰、焦粉、煤粉 带式烧结法
＞ １８０ｍ２ ２４􀆰 ７４ ０􀆰 ３６７ ６７􀆰 ４１

５０ ～ １８０ｍ２ ３１􀆰 ７５３ ０􀆰 ５６５ ５６􀆰 ２０

球团矿 铁精矿、膨润土 竖炉法
＞ ８ｍ２ ９􀆰 ４５ ０􀆰 ２９５ ３２􀆰 ０３

＜ ８ｍ２ ９􀆰 ８８２ ０􀆰 ３５８ ２７􀆰 ６０

炼钢生铁
烧结 矿、球 团 矿、焦 炭、
煤粉

高炉法
＞ ２０００ｍ３ ３７􀆰 ６３ ０􀆰 ３０５ １２３􀆰 ３８

３５０ ～ ２０００ｍ３ ４９􀆰 ７ ０􀆰 ９３１ ５３􀆰 ３８

粗钢（碳钢） 生铁水、石灰、铁合金 转炉法
＞ １５０ｔ ２７􀆰 ８ ０􀆰 １６１ １７２􀆰 ６７

５０ ～ １５０ｔ ３４􀆰 ２ ０􀆰 ２６７ １２８􀆰 ０９

焦炭 炼焦煤 顶装
炭化室≥６ｍ １０􀆰 ０２８４ ０􀆰 ５８５９ １７􀆰 １２

４􀆰 ３ ～ ６ｍ １０􀆰 ８２７１ ０􀆰 ６３４６ １７􀆰 ０６

水泥 钙、硅铝铁制原料
新型干法 ≥４０００ｔ ／ ｄ ５１􀆰 ７６ ０􀆰 ２７７ １８６􀆰 ８６

立窑 ≥１０００００ｔ ／ ｙ ６３􀆰 ３３ ０􀆰 ６８７ ９２􀆰 １８

平板玻璃 硅砂、油（重油、煤焦油） 浮法
≥６００ｔ １􀆰 ２２８ ０􀆰 ０６５ １８􀆰 ８９

４００ ～ ６００ｔ １􀆰 ２３８ ０􀆰 ０６６ １８􀆰 ７６

　 　 注： １􀆰 末端治理技术有两种时， 取排污系数较小值； 有三种时， 取中位值。 ２􀆰 水泥≥４０００ｔ ／ ａ 生产工艺仅

报告工业粉尘产生系数， 假设其烟尘全部被捕捉。
资料来源： 《污染源普查产排污系数手册》。

在获得主要大气污染行业的产品产量以及每种产品的产排污系数之后， 代入公式

（４）， 通过设定 ρ 的比例， 就可以得到主要大气污染行业颗粒物排放量的各种情

景值。

四、 估算结果与讨论

（一） 工业颗粒物产生量

２０１３ 年， 京津冀地区主要工业品颗粒物产生量为 ２７１７􀆰 ３４ 万吨， 比 ２００４ 年增长

了近 １ 倍 （见表 ３）。 在技术水平提高的情况下， 尽管工业品产量大幅增长， 但是颗

粒物产生量仅增长 １ 倍。 颗粒物产生量主要来自钢铁和水泥生产， 其中， 钢铁行业产

生量占 ６０％以上， 产生量比 ２００４ 年增长 １ 倍以上。
分地区看， 北京市产生量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１７２􀆰 ９２ 万吨降低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４６􀆰 ７２ 万吨，

减少了 ７２􀆰 ９８％ ； 而河北省产生量达到 ２４０４􀆰 ６４ 万吨， 比 ２００４ 年增长了 １ 倍多， 占京

津冀地区的 ８８􀆰 ４９％ 。 天津市颗粒物产生量为 ２６５􀆰 ９８ 万吨， 比 ２００４ 年增长了

１５３􀆰 ３４％ ， 增速最高。
根据对颗粒物不同粒径质量分布的研究， 烧结矿和球团矿颗粒物产生系数中，

ＰＭ２􀆰 ５和 ＰＭ１０分别占 ５％和 １５％ ； 生铁颗粒物产生系数中， ＰＭ２􀆰 ５和 ＰＭ１０分别占 １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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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 粗钢生产环节颗粒物产生系数中， ＰＭ２􀆰 ５和 ＰＭ１０分别占 ５０％和 ７０％ （汪旭颖

等， ２０１６）。 水泥行业立窑生产工艺 ＰＭ２􀆰 ５和 ＰＭ１０分别占 ＴＳＰ 产生量的 １１％和 ３１％ ，
新型干法分别占 １８％和 ４２％ （雷宇等， ２００８； 王彦超等， ２０１８）。 根据这些产生系数

和粒径分布比重， ２００４ 年京津冀地区钢铁和水泥行业 ＰＭ２􀆰 ５产生量达 ２５０􀆰 ８２ 万吨，
ＰＭ１０产生量为 ４７８􀆰 ０７ 万吨， 分别占颗粒物产生量的 １７􀆰 ２％和 ３２􀆰 ９％ ； ２０１３ 年京津冀

地区钢铁和水泥行业 ＰＭ２􀆰 ５产生量达 ５６７􀆰 ６２ 万吨， ＰＭ１０为 ９９７􀆰 １７ 万吨， 分别占颗粒

物产生量的 ２０􀆰 ９％和 ３６􀆰 ７％ 。

表 ３　 京津冀地区主要工业品颗粒物产生量与最小排放情景

单位： 万吨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地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合计 北京 天津 河北 合计

产生量

焦炭 ３􀆰 ９２ ４􀆰 ０８ ２１􀆰 ０２ ２９􀆰 ０２ ０ ２􀆰 ６１ ６４􀆰 １４ ６６􀆰 ７５

水泥 ７１􀆰 ４４ ３４􀆰 ０１ ４９５􀆰 ５９ ６０１􀆰 ０４ ４６􀆰 ６６ ４９􀆰 ２７ ６５９􀆰 ８ ７５５􀆰 ７３

平板玻璃 ０􀆰 ０４ ０􀆰 ０２ ０􀆰 ２２ ０􀆰 ２８ ０ ０􀆰 １３ ０􀆰 ７３ ０􀆰 ８６

烧结矿 ２８􀆰 ５７ １７􀆰 １２ １９５􀆰 ０７ ２４０􀆰 ７６ ０ ６２􀆰 ３６ ４７９􀆰 ５５ ５４１􀆰 ９１

球团矿 １􀆰 ２９ ０􀆰 ７７ ８􀆰 ８２ １０􀆰 ８８ ０ ４􀆰 ６４ ３５􀆰 ６５ ４０􀆰 ２９

生铁 ３９􀆰 ４１ ２３􀆰 ６１ ２６２􀆰 ５９ ３２５􀆰 ６１ ０ ８３􀆰 ３２ ６４０􀆰 ７５ ７２４􀆰 ０７

粗钢 ２８􀆰 ２５ ２５􀆰 ３８ １９２􀆰 ９４ ２４６􀆰 ５７ ０􀆰 ０６ ６３􀆰 ６５ ５２４􀆰 ０２ ５８７􀆰 ７３

合计 １７２􀆰 ９２ １０４􀆰 ９９ １１７６􀆰 ２５ １４５４􀆰 １６ ４６􀆰 ７２ ２６５􀆰 ９８ ２４０４􀆰 ６４ ２７１７􀆰 ３４

最小排放情景

焦炭 ０􀆰 ２３ ０􀆰 ２４ １􀆰 ２３ １􀆰 ７０ ０ ０􀆰 １５ ３􀆰 ７５ ３􀆰 ９０

水泥 ０􀆰 ７７ ０􀆰 ３７ ５􀆰 ３８ ６􀆰 ５２ ０􀆰 ２５ ０􀆰 ２６ ３􀆰 ５３ ４􀆰 ０４

平板玻璃 ０ ０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 ０１ ０􀆰 ０４ ０􀆰 ０５

烧结矿 ０􀆰 ５１ ０􀆰 ３ ３􀆰 ４７ ４􀆰 ２８ ０ ０􀆰 ９３ ７􀆰 １１ ８􀆰 ０４

球团矿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３２ ０􀆰 ４０ ０ ０􀆰 １４ １􀆰 １１ １􀆰 ２５

生铁 ０􀆰 ７４ ０􀆰 ４４ ４􀆰 ９２ ６􀆰 １０ ０ ０􀆰 ６８ ５􀆰 １９ ５􀆰 ８７

粗钢 ０􀆰 ２２ ０􀆰 ２ １􀆰 ５１ １􀆰 ９３ ０ ０􀆰 ３７ ３􀆰 ０３ ３􀆰 ４０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得到。

（二） 最小排放情景 （ρ ＝０）
２０１３ 年， 京津冀地区主要工业品颗粒物最小排放量， 也就是企业违法排污比例

ρ ＝ ０时， 颗粒物排放量仅有 ２６􀆰 ５５ 万吨。 这是生产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所能允许的最

小排放值。 分地区看， ２０１３ 年北京市基本实现零排放， 天津市排放 ２􀆰 ５４ 万吨，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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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排放 ２３􀆰 ７６ 万吨， 占京津冀的 ８９􀆰 ５０％ ， 比 ２００４ 年提高了 ９ 个百分点。 河北省是京

津冀颗粒物排放的主要贡献者， 而且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可见， 如果企业全部服从环境规制， ２０１３ 年工业颗粒物排放量仅为产生量的

０􀆰 ９８％ ， ２００４ 年为 １􀆰 ４４％ ， 说明污染治理技术进步对于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具有重要

作用。 水泥和生铁生产环节的最小排放量减少， 说明技术进步效果超过了产量增加效

应。 然而， 即便如此， ２０１３ 年工业颗粒物最小排放量比 ２００４ 年增长 ２６􀆰 ７９％ 。 总体

来看， 即使在污染治理技术提高的情况下， 由于工业产量增加幅度更大， 京津冀工业

颗粒物最小排放量呈增长趋势。
（三） 超标排放情景 （ρ ＞０）
企业违法排污比例 ρ 取 ０􀆰 ０５、 ０􀆰 １０ 等值， 可计算出京津冀地区主要工业品颗粒

物排放总量情景， 见图 １。 ２０１３ 年， 当 ρ ＝ ０􀆰 ０５ 时， 工业颗粒物排放量为 １６１􀆰 １０
万吨， 细颗粒物排放量为 ３３􀆰 ６７ 万吨； ρ ＝ ０􀆰 １５ 时， 工业颗粒物排放量达到 ４３０􀆰 １８ 万

吨， 细颗粒物排放量达到 ８９􀆰 ９１ 万吨； ρ ＝ ０􀆰 ２０ 时， 工业颗粒物排放量攀升至 ５６４􀆰 ７２
万吨， 细颗粒物排放量达到 １１８􀆰 ０３ 万吨。 ρ ＝ １ 时， 也就是企业全部违法排污时， 工

业颗粒物排放量相当于颗粒物产生量， 达到 ２７１７􀆰 ３４ 万吨。
显然， 随着企业违法排污比例的提高， 颗粒物排放量急剧增长。 ２０１３ 年， 企业

违法排污比例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 工业颗粒物排放量增加 ２７ 万吨， 细颗粒物排放量

增加 ５􀆰 ５５ 万吨。 也就是说， 企业违法排污比例每变化 １ 个百分点， 超标排放量就增

加 ２７ 万吨， 相当于最小排放量。
与 ２００４年相比， ２０１３年工业颗粒物排放量随着企业违法排污比例变化而变化的幅

度更大， 超标排放量增加量相当于 ２００４ 年的 ２ 倍。 也就是说， 企业违法排污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３ 年超标排放量是 ２００４ 年的 ２ 倍。 可见， 产量增加导致的颗粒物排

放量增加效果大大抵消了技术进步带来的颗粒物排放量降低的效果。
图 １ 中有 Ａ、 Ｂ 两点， 其中， Ａ 点处于工业产量较低水平， 而 Ｂ 点处于工业产量

较高水平。 要实现颗粒物排放量的减少， 除了技术进步的作用， 另一条途径就是提高

对工业企业的环境监管， 降低企业违法排污比例。 通过减少违法排污行为降低颗粒物

实际排放量。 这可看作是企业尚未达到最低排放量之前， 通过加强环境规制而获得的

红利。
（四） 对违法排污比例 （ρ） 的讨论

在现实世界， ρ 既不可能为 ０， 也不可能是 １， 它完全取决于地方环保机构在环

境保护方面的执行力。 环保执行力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 在北京等大城市城区， ρ
较低， 而且随着环境监管的加强有下降趋势； 但是河北省各地级市及各县域在经济

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情况下， 地方政府将工业发展摆在优先地位， ρ 可能较高。 在

“退城搬迁” 的背景下， 北京等大城市城区的污染企业从环保执行力强的地区迁入

环保执行力弱的地区。 在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区域污染物排放量必然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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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不同环境规制服从情景下工业一次颗粒物排放量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ρ 的大小也与企业规模有关。 较大规模企业会列入各种行政级别的重点排污单

位。 如， 占排污量 ８５％ 的企业为重点调查企业，① 须主动上报其排污情况 （ Ｓｅｌｆ⁃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其中， 约有 １ 万家国家重点监控企业须安装污染物自动监测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设备， 此外还有省级监控企业、 地市级重点排污单位。 此外， 环境规制程

度也与行业有关系， 比如钢铁、 火电等行业企业规模较大， 易于监管； 而非金属矿物

制品行业小企业众多， 不易监管。
总之， 违法排污比例与企业所在地的环境执法程度、 企业规模与企业所在行业有

密切关系。 从现实数据来看， 根据中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资料， ２００７ 年中国全部工

业源烟粉尘排放量为 １７４７ 万吨， 其中， 年度调查得到的工业排放量为 １４７０ 万吨， 占

普查资料的 ８４􀆰 １５％ ， 说明至少约有 １５％的排放量被年度调查所漏报。 另外， 也可以

这样理解， 与那些不报告排放量的 １５％非重点调查企业相比， 重点企业受到相对较

高程度的环境监管， 可认为其服从环境规制。 综合判断， ρ ＝ ０􀆰 １５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

比例。 总之， 实际的 ρ 可能比 ０􀆰 １５ 要高， 且随时间、 行业和地区不同而有一定差异。
在没有更为准确的 ρ 值情况下， ０􀆰 １５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是一个相对合理而又保

守的参考值。
在 ρ ＝ ０􀆰 １５ 情景下， ２０１３ 年京津冀工业颗粒物排放量为 ４３０ 万吨， 其中， 可吸入

颗粒物为 １４１ 万吨， 细颗粒物为 ９０ 万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中国实施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 “大气十条”），

京津冀地区大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２０１７ 年， 北京、 天津和石家庄细颗粒物浓度分

别较 ２０１３ 年下降了 ３４􀆰 ８３％ 、 ３５􀆰 ４２％和 ４４􀆰 １６％ ， 平均下降 ３９􀆰 ２３％ 。 然而， 同期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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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冀主要工业品产量降幅并不大， 除了水泥产量下降了 ３２􀆰 ０７％ ， 主要污染大户钢铁

行业产量基本保持不变， 生铁产量还略有增加 （见表 ４）。 实际上， “大气十条” 实

施重点在于依据现有法律对企业进行强化监督。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环保部从全国抽调

５６００ 名环境执法骨干人员， 组织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 ＋ ２６” 城市开展为期一年的

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 督查组共对 １８􀆰 １２ 万个企业点位进行了检

查， 发现问题 ３􀆰 ４３万个， 占企业点位的 １８􀆰 ９３％ （张航， ２０１８）。 由于环境监管明显增

强， 企业违法排污比例减小， 从而在产量变动不大的情况下， 环境空气质量显著改善。

表 ４　 ２０１３ 年与 ２０１７ 年京津冀地区主要工业品产量比较

年份 焦炭（万吨） 水泥（万吨）
平板玻璃

（万重量箱）
生铁（万吨） 粗钢（万吨）

细颗粒物浓度

（μ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６６５６􀆰 ０１ １４６００􀆰 ８２ １３９７３􀆰 ５ １９２４１􀆰 ７５ ２１１４１􀆰 ４２ １１３􀆰 ０

２０１７ ４９７１􀆰 ５５ ９９１８􀆰 ４４ １６９９９􀆰 ８１ １９６３５􀆰 ０５ ２０９３４􀆰 ０２ ６８􀆰 ７

变化率（％ ） － ２５􀆰 ３１ － ３２􀆰 ０７ ２１􀆰 ６６ ２􀆰 ０４ － ０􀆰 ９８ － ３９􀆰 ２

　 　 资料来源： 相关年份 《中国统计年鉴》。

（五） 与其他研究成果的比较

本文引入企业违法排污比例来估算工业颗粒物排放量， 估算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

力。 一方面， 本文使用最小排放量概念与其他文献的行业颗粒物排放清单相当， 即在

全部企业都遵守环境规制情况下， 本文的估计结果与清单研究结果近似。 伯鑫等

（２０１７） 估算 ２０１２ 年京津冀地区主要钢铁企业烟粉尘有组织排放量为 ２０􀆰 ４８ 万吨， 与

本文估算的钢铁行业颗粒物最小排放量相差仅 ２ 万吨。
另一方面， 引入违法排污比例得到的工业颗粒物排放量能够更好地解释京津冀区

域灰霾污染加重的现实。 据统计， ２０１３ 年京津冀工业颗粒物排放量仅有 １２８ 万吨

（全社会排放量为 １４６ 万吨）， 低于 ２０００ 年工业 １７８ 万吨的排放量。 显然， 这难以说

明区域灰霾污染加重的事实。 实际上， Ｃａｏ 等 （２０１１） 估计 ２００７ 年京津冀全社会

ＰＭ２􀆰 ５排放量达到 １４８􀆰 ５ 万吨， 而环保统计 ２００７ 年全社会颗粒物排放量仅有 １３１ 万吨。
总体来看， 本文估算 ２０１３ 年工业颗粒物排放量 ４３０ 万吨， ＰＭ２􀆰 ５为 ９０ 万吨， 这个结

果相对合理。 与其他研究成果的比较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与其他研究成果的比较

研究成果 估算年份 估算口径 地区
总悬浮颗粒物

（万吨）
ＰＭ２􀆰 ５排放量

（万吨）

本文 ２０１３ 大气污染行业（有组织） 京津冀 ４３０ ９０

Ｃａｏ等（２０１１） ２００７
全口径 全国 １３２１􀆰 ２

全口径 京津冀 １４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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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研究成果 估算年份 估算口径 地区
总悬浮颗粒物

（万吨）
ＰＭ２􀆰 ５排放量

（万吨）

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０９） ２００６
不包括生物质燃烧 全国 １３２６􀆰 ６

不包括生物质燃烧 京津冀 １１８􀆰 ０

张强等（２００６） ２００１ 全口径 全国 ２６５１ １２１０

汪旭颖等（２０１６） ２０１２ 钢铁（包括无组织） 全国 ５６１ １１６

伯鑫等（２０１７） ２０１２ 钢铁（有组织） 京津冀 ２０􀆰 ４８ １３􀆰 ３２

段文娇等（２０１８） ２０１５ 钢铁、炼焦（包括无组织） 京津冀 ７９􀆰 １９ ３８􀆰 ６８

薛亦峰等（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水泥（有组织） 北京 ０􀆰 ２９

王彦超等（２０１８） ２０１６ 水泥 京津冀及周边 １７􀆰 ９ ４􀆰 １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得到。

五、 结论与政策含义

（一） 结论

本文从企业对环境规制服从程度存在差异性的现实出发， 创造性地将企业违法排

污比例纳入颗粒物排放框架， 估计了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京津冀地区主要大气污染行业

颗粒物排放量。
（１）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京津冀地区以钢铁、 建材为代表的大气污染行业迅猛发

展， 工业布局经历了北京收缩而周边城市扩张的空间重组过程。 污染企业 “退城搬

迁” 也改变了企业城乡空间格局。 污染企业从环保执行力强的大城市城区转移到环

保执行力弱的地区， 有可能增加区域污染物排放量。
（２） ２０１３ 年， 京津冀地区工业颗粒物产生量 ２７１７􀆰 ３４ 万吨， 比 ２００４ 年增长了

８６􀆰 ８７％ ； 最低排放量为 ２６􀆰 ５５ 万吨， 比 ２００４ 年增长了 ２６􀆰 ７９％ 。 也就是说， 如果企

业全部服从环境规制， ２０１３ 年工业颗粒物排放量仅为产生量的 ０􀆰 ９８％ 。 工业颗粒物

产生量与最低排放量相差百倍， 说明企业服从环境规制、 进行污染治理对于降低污染

物排放量至关重要。
分区域看， 北京市主要工业品颗粒物产生量和最低排放量都显著减少。 河北省

继续保持排放首位， 最低排放量占京津冀地区的 ８９􀆰 ５０％ ， 比 ２００４ 年提高了 ９ 个百

分点。 分行业看， 钢铁、 水泥和焦炭等行业是颗粒物产生量和最低排放量的主要

来源。
（３） 对企业违法排污的情景分析显示， 随着企业违法排污比例的提高， 颗粒物

超标排放量急剧上升。 违法排污比例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３ 年工业颗粒物超标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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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增加 ２７ 万吨， 相当于当年的最小排放量。 在企业违法排污比例为 １５％的情景

下， 京津冀工业颗粒物排放量为 ４３０ 万吨， ＰＭ２􀆰 ５排放量 ９０ 为万吨。
（二） 政策含义

经过 “大气十条” 治理， 京津冀各城市 ＰＭ２􀆰 ５浓度有所下降， 但区域灰霾污染问

题依然严重， 因而准确识别京津冀细颗粒物排放的来源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工业生产

工艺的产污系数和排污系数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因而企业是否治理污染、 是否达

标排放对于控制工业颗粒物排放量至关重要。
因而， 京津冀 ＰＭ２􀆰 ５污染的治理， 一方面， 须提高企业污染治理技术水平； 另一

方面， 可挖掘环境规制红利， 加强对企业违法排污行为的监管， 通过减少企业违法排

污行为降低颗粒物实际排放量。 具体包括以下政策举措。
第一， 从企业规模来说， 加强对中小型企业的环境监管。 环境政策关注点通常是

狠抓大企业而忽视小企业。 小企业虽然产量较少， 但如果超标排放， 则排放量会超过

技术先进的大企业。 这一策略已在京津冀及周边 “散乱污” 企业整治中初见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 中小企业不能采取 “一刀切” 的淘汰政策， 而应根据其实际排污效

果， 不达标的企业应该退出， 达标的企业强化监管。 淘汰那些限期不能达标的企业。
第二， 从行业来看， 加强对钢铁、 水泥和焦炭等行业的监管。 京津冀地区水泥、

陶瓷、 砖瓦等建材企业数量多、 规模大小不一、 布局分散、 监管程度较低， 因而， 今

后应加强对小企业密集行业的环境执法。
第三， 从空间上看， 控制重点是环境规制薄弱、 环境执法水平较低的地区， 如农

村地区和级别较低的工业集聚区。 北京等大城市城区环境规制程度最为严格， 应将环

境监管重点向工业集聚的河北省地级市、 县域和乡镇倾斜。 “退城搬迁” 的污染企业

从城镇建成区搬迁之后， 对迁入地的环境监管不能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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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４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ａｎｄ １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ｏｆ １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ｎｏｎ⁃ｍｅｔ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ｗｈｅｒｅ ｐｏｌｌｕｔｅｒ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ａｚｅ； ｆｉｎ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ＰＭ２􀆰 ５ ）；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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